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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  

  

（一）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的一项重要工作或使命便是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他曾对他弟子说过：“我觉得我有一个最大责任，即为替
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梁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努力首先体现在他对所谓真假儒学的区分上。 

在梁漱溟看来，现世所传的儒学不是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或真儒学，真儒学传至先秦荀子时，因“荀卿虽为儒家，但得于外面者多，得于内心
者少”，故未得孔子的“根本意思”，其着力处在外部的约束和建立行为准则“礼”上。汉人所传主要是荀学，孔子的本来思想反淹没不彰，
“其政治非王非霸，而思想中又见黄老之活动，实在是一个混合的文化。当时的人生与其谓孔家的，宁谓多黄老之意味。”到三国魏晋南北朝
时，其时人生问题大为活动，思想愈加浅薄无着落。至唐代，佛学大兴，禅宗遍天下，孔子的思想无人提倡，几乎“澌灭殆绝”。虽有一个韩愈
以孔孟传人自居，然就其思想来看，没有一点儒家的影子。五代乱世更无可说。经过此非常沉寂时代，到了宋代，慢慢地产生了宋学。宋学尽管
“对于孔家的人生确是想法去寻的”，并且亦寻得了几分，但因它“忽于照看外边，而专从事于内里生活，而其从事内里生活，又取途穷理于
外”，因此“亦不甚得孔家之旨”。至明代，有王阳明和他的弟子出现，尤其是泰州学派的王艮王襞父子，于“孔家的人生态度，颇可见矣”。
然好景不长，随着清王朝的建立，代王学而起的是汉学，汉学家“两眼都是向外，又只就着书本作古物看，内里生活原自抛却，书上思想便也不
管”，孔子的“本来思想”又被尽失。1其结果，经过二千多年的歪曲篡改，孔子的“真儒学”变成了“假儒学”，“内部腐坏酵发臭味”，充
满人情的伦理道德成了不顾人情的“吃人的礼教”。他说：“中国民族几千年实受孔孟理性主义（非宗教独断）之赐，不过后来把生动的理性，
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寝失愿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的礼教，要即
在此。”2 

实际上，对儒学作真与假的区分，这并非梁漱溟的新发明。于他之前，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就区分过真假儒学。在康有为看来，现世所传的古
文经经学是“假儒学”，它淹没了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变成了顽固守旧派拒绝任何形式变法的扩身符，“真儒学”是自汉代以来就一
直被统治者视为异端而屡遭迫害的今文经经学。所不同的是，作为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家，康有为区分真假儒学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变法维新制
造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而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梁漱溟区分真假儒学的目的则是谋求儒学的现代
转换，从而使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而日趋僵化死亡的儒家文化重新复活起来。对此，梁漱溟从两个方面作了努力。 

首先，是对“假儒学“的批判。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写道：“古代礼法，呆板教条，以致偏欹一方，黑暗冤抑，苦痛不少。”宋以
前这种礼法对人们的束缚还不十分厉害，“宋以后所谓礼教名教者又变本加厉，此亦不能为之曲讳。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
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3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又指出：“中国文
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扼杀。五四运动以来，所以遭
受‘吃人的礼教’等诅咒者，事非一端，而其实要不外此。”4如此言论，于梁漱溟的著作中屡见不鲜，这与陈独秀、胡适等反传统主义的西化
派对于儒家之纲常名教的批判是何其相似！ 

其次，是对“真儒学”的阐发。现世所传的儒学是“假儒学”，那什么又是孔子所创立的“真儒学”呢？梁漱溟认为孔子所创立的“真儒学”，
既不是“纲常名教”等具体的行为模式和规范，也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甚至不是哲学，而是一种“自己学”。他在《孔子学说的重
光》一文中写道：“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比较可靠的古籍——《论语》，来看孔子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是什么；拿其中许多
条来参考勘对，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最显著的一条，“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自己说明他自己的话。……说他自己的生活，说他自己的生命，说他自己这个人。仿佛可以说，他由少到老，从五十到七
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乎他自己个人的一身。我们隐约地见出他是了解他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
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这种学问究竟是什么学问，安一个什么名词才好呢？恐怕找遍现代世界所有大学、研究院、学术分科的名词，都找不
到一个合适的给他安上。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作“自己学”。5 

所谓“自己学”，据梁漱溟的解释，也就是“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命和生活，而不是其他”，从而使“自己生命和生活向上进步提高”的学问。
6故此，他指出：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
于生命。”这也是儒学与西学的根本区别所在。西方人对什么都有办法，天上的电，地下的矿，山上的草木，无不了解；上穷天际，下极地层，
对一切都考查研究。但有一点，他们很少了解自己，体认自己，自己对自己无办法。故此，和儒学不同，西学的最大特点，是要人的智慧向外
用，结果不是使生命成为智慧的生命，相反智慧为役于生命，“成了生命的工具”。所以，尽管西方人会制造飞机，上升天空，也会制造军舰，
在海上游弋，但由于他们的“生命是蠢的”，是系于物的，所以制造无数飞机放炸弹，自己毁灭自己，自己对自己无办法。由于自己对自己无办
法，其他一切办法不仅无济于事，相反会越弄越糟。梁漱溟由此得出结论：西方文化是要失败的，“等到西洋人失败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坠绪从
新接续，慢慢再发挥光大；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界！”7 

 我们尽可批评梁漱溟仅根据《论语》中的一段话就推断孔子所创立的“真儒学”是所谓“自己学”的不当，也可指责他提倡儒家这套反省内
求、乐天安命之人生态度的非是，但必须承认，这是他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一种努力。美国汉学家墨子刻教授在他的《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
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曾如此写道：“一些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从事着今天也仍然在从事着的人本主义的努力。他们的工作也包括同传
统的某种剧烈的分离。具体地说，他们反对把制度化的儒学和儒家教条主义——尤其反对把西汉以来朝廷所倡导的具有官学地位的儒学——当作
真正学问的唯一源泉。毫无疑问，即使是在帝制时代，儒家学者们也在不断作出努力，以区分什么是承夫子之道的真儒学，什么是鱼目混珠的假
儒学。但是，儒家哲学的现代信徒们，或许将这种区分强调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希望通过对已经不纯的文化遗产的筛选，提取出一种可能
适用于未来的道德‘精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接受了‘五四’时‘反对传统权威’的原则，期待着一种既受益于中国和西方学派渊
源的，又批判地发展起来的‘新’学术”。梁漱溟不正是这样的儒家哲学的现代信徒吗？ 



（二）  

依据他对“真儒学”是“自己学”的解释，梁漱溟认为孔子创立的真儒学具有“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这样两个显著特征。8 

首先，就“似宗教非宗教”这一特征而言，他指出，所谓宗教就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分而言之，有两个方面：
“一，宗教必以对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为他的事物；二，宗教必以对于人的知识之超外背反立他的根据”。前一方面是说宗教“除与人一
勖勉之外实不作别的事，此即大家所谓得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是也。”后一方面是说宗教都具有“超绝”和“神秘”两个特征，故此“一切宗教
多少总有出世的倾向”和“不容理智使其作用”的宗教信仰和仪式。9如果以宗教的前一方面而论，儒学“与其他大宗教对于人生有同样伟大作
用”，能给人“以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从而使人从中“获得安身立命之处”，所以，儒学“差不多有他的一副宗教”。如果从宗教的后一方
面来看，儒学既不崇信“超绝世界”之人格神，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出世的襟怀，更没有“理智所不能喻”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孔子教给人的
只是浅显易懂的道理，所以它又“不宜唤作宗教”。10换言之，所谓“似宗教非宗教”，是说儒学既具有“给人以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的“宗
教精神”，但它又不是像基督教、佛教那样的宗教。 

认为儒学不是宗教，但具有某种“宗教精神”，对人能发挥宗教的作用，这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家纲领性文件的
1958年《文化宣言》11就指出：“对于中国文化，好多年来之中国与世界人士，有一普遍流行的看法，即以中国文化，是注重人与人间之伦理道
德，而不重人对神之宗教信仰的。这种看法，在原则上并不错。但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同时以中国文化所重的伦理道德，只是求现实的人与人关
系的调整，以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同时以为中国文化中莫有宗教性的超越感情，中国之伦理道德思想，都是一些外表的行为规范的条文，缺乏内
心之精神生活上的根据。这种看法，却犯了莫大的错误。”宣言认为：中国虽然“莫有像西方那种制度的宗教教会与宗教战争”，但这并不表明
儒学中“缺乏宗教性的超越感情或宗教精神”，只是因为中国文化的“一本性”，使得儒学自始即与伦理道德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从而造成了人
们的误解。 

要判定不是宗教的儒学有无“宗教精神”，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界定宗教。如果按照狭义的界定，认为宗教就是信仰一神教或多神教，有自己特
殊的教会组织及其仪式，那么，儒学的宗教性显然是不具备的。这正如牟宗三所指出：“纵然在古代中国并不乏超越的人格神的观念，可是在儒
学后期的发展中，这个观念却沉默了。再者，纵然儒家也有祷告和嘱咐的成素，这些成素却没有发展到制度化的仪式，如基督教所行的祷告和礼
拜的仪式。”12但是，假如给宗教一个广义的界定，不仅仅着眼于有无一神教或多神教的信仰以及教会组织和仪式，而像梁漱溟那样，把给人
“以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或所谓的“终极关怀”也视为宗教特征，那么，儒学具备有宗教精神则是毫无疑义的。而就宗教理论之趋势而言，越
来越多的学者都倾向于从广义上来界定宗教。譬如西方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ich）就认为宗教之最重要特征是“终极关怀”，当一个人的心
灵被终极关怀所笼罩时，他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且在他看来，这种终极关怀人人具有，有的人是名，有的人是利，有的人则是精神的寄托，
因此人人也具有自己的宗教。后来的现代新儒家也正是沿着梁漱溟的路子从广义的宗教立场上来认同和阐述儒学之宗教精神的，当然其具体说法
与梁有所不同。钱穆在《东西接触与中国文化之新趋向》一文中认为，儒学所讲的“赞天地之化育”是其宗教精神。他说：“《中庸》上说，尽
己之性而后可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尽物之性而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承认有天地之化育，是宗教精神。”13在《孔子与心
教》一文中他又写道：“我们可以说，孔子讲人生，是直指人心的，由人心进而为世道，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人生哲学，亦可说是中国人的宗
教。”141958年的《文化宣言》则认为，儒学之“心性之学”和“义理之学”中所包含的“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天人同体的观
念”，即“明涵有宗教性之超越感情”。而在梁漱溟看来，孔子主要是通过“孝悌的提倡”和“礼乐的实施”来给人“以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
的，“二者合起来就是它的宗教”。15 

梁漱溟指出，人之感情的发端在其孩提时代，而发端的对象是他的父母和兄弟姊妹家人。虽然这种感情开始比较微弱，但却很重要，它是人之一
生“一切用情的源泉”。因为一个人只有对其家人有感情，才可能对社会，对他人有感情。故此，“要想社会没有那种种暴慢乖戾之气，人人有
一种温情的态度，自不能不从家庭做起。”所以，梁漱溟一再强调，“孝悌实在是孔教唯一重要的提倡”。然而他又认为，仅仅提倡“孝悌”还
不够，还必须有“礼乐”的实施与之配合，这是因为：我们人原本是受本能、直觉的支配，你只同他絮絮聒聒说许多好话，对他的感情冲动没给
一种根本的变化，不但无益，恐怕生厌，更不得了，而“礼乐不是别的，是专门作用于感情的，他从‘直觉’作用于我们的真生命”，这正好能
弥补仅仅提倡“孝悌”之不足。16故此，在梁漱溟看来，“礼乐是孔教唯一重要的作法，礼乐一亡，就没有孔教了”。17当然，梁漱溟进一步指
出，礼乐不仅孔教有，其他一切宗教也都有自己的礼乐，只不过孔教之“礼乐”与其他宗教之“礼乐”相比，有着自己根本不同的“特异”之处
罢了。这根本不同的“特异”之处，就在孔教的礼乐“有特殊的形而上学为之张本。他不但使之富于情感，尤特别使人情感调和得中。你看《乐
记》上说的多么好，教你读了心里都是和乐悦美。”譬如，他举例道，孔教的祭礼把别的宗教之拜神变成祭祖，这样既革除了那些“荒谬不通”
的迷信作用，又可以“使轻浮虚飘的人生，凭空添了千钧的重量，意味绵绵，维系得十分牢韧！”由此，梁漱溟得出结论：通过“孝悌的提倡”
和“礼乐的实施”，凡“宗教效用，他无不具有，而一般宗教荒谬不通种种毛病，他都没有，此其高明过人远矣”。18 

梁漱溟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儒学之宗教精神作出上述肯认的。后来，他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朝话》、《中国文化
要义》、《人心与人生》以及《东方学术概观》等论著中又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其端的，中国也是如
此，初民时代的图腾崇拜、事物崇拜和群神崇拜以及祭天祀祖等，就证明了宗教的存在。但到了周秦以后，宗教却在中国逐渐地消失了，尽管依
然有祭天祀祖等，然其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宗教仪式。从此，中国“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而道德与宗教有着根本的不
同。概而言之，“道德为理性之事，存在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19宗教本身原是出世的，却在人世间起
着维持世间的方法的作用；道德本身在人世间具有绝对价值，原不是为什么而用的一种方法手段。20一句话，“宗教是一种方法，帮助人提高自
己品德，而道德则要人直接地表出其品质，不借助于方法”。21 

梁漱溟进而指出，中国之所以会“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其原因就在于儒学——“周孔教化”——的兴起，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
他看来，孔子有一种为宗教所不能有的特别精神，“这就是他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事该
作，什么事不该作，从理性上原自明白。”22这既避免了宗教的迷信与独断，又启发了人的理性，“养成你自己的判别力”。同时，为了使个人
的道德养成有个依傍，周孔又制定礼乐，“一、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二、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其结果“使人走上道德之路，恰有
别于宗教”。23 

中国虽然是“以（儒家）道德代宗教”，但这并不表明儒学缺乏之宗教精神，因为，第一，儒家之道德与宗教既有根本区别的一面，又有相同之
处，它们对于人生有“等量的安慰勖勉的作用”。他说：“人的生命具有相反之两面：一面是从躯壳起念之倾向；又一面是倾向于超躯壳或反躯
壳。两面中间，则更有复杂无尽之变化。宗教正是代表后一倾向。其所以具有稳定人生之伟大作用者，就为它超越现实，超越躯壳，不使人生局
于浅近狭小而止。生命力强的人，得其陶养而稳定，庸众亦随之而各安其生。”儒家之道德与宗教一样，也能“融合人我，泯亡躯壳，虽不离现
实而拓远一步，使人从较深较大处寻取人生意义。”24第二，道德虽为儒学之重要内容，但“孔子的道理却不尽在伦理纲常中”。伦理纲常是社
会的一面，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儒学除此之外，还关心个人之生命的拓展。梁漱溟举例道，“《论语》上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有这一层层的内容，我们虽还不明白，但有一点可以肯
定，即孔子是说自己的生活，而并未涉及到社会。25故此，梁漱溟一再强调：“单从不随俗迷信，不走宗教道路来看孔子和儒家，尚失之片面未
为深知孔子也。须知孔子及其代表之儒家既有其极远于宗教之一面，更有其极近于宗教之一面。”26换言之，儒学不是宗教，但具有宗教精神，



是“似宗教非宗教”。 

为了说明儒学这种“似宗教非宗教”的特征，梁漱溟还把它与佛教作了一番比较。他指出，儒佛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文化系统。儒学不是宗教，而
佛教是宗教。所以“儒家从不离开人来说话，其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总还归结到人身上，不在其外。佛家反之，他站在远高于人的立
场，总是超开人来说话，更不复归结到人身上——归结到成佛。前者属世间法，后者则出世间法。”27但除了这种不同之外，儒佛之间又存在着
相通之处。这种相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两家为说不同，但对人说话则一，或许佛家说话的对象不止于人，然而人仍是其主要的说话对
象；二、两家为说不同，但所说的内容则一，即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甚至还不是西洋古代所云“爱智”的哲学，而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
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同样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28 

其次，从“非艺术亦艺术”这一特征来看，梁漱溟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学是道德不是艺术，道德在求善，艺术在求美，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但
是，另一方面，儒家的“道德生活不是枯燥的生活，恰是优美文雅的生活”，其“表现为整个社会人生的艺术化”。29因为“道德乃是生命的和
谐，也就是人生的艺术。所谓生命的和谐，即人生生理心理——知、情、意——的和谐；同时亦是我的生命与社会其他的人的生命的和谐。所谓
人生的艺术，就是会让生命和谐，会作人，作得痛快漂亮”。30比如，他举例道：艺术的表现是礼乐，而礼乐又是儒家“唯一重要的作法”，31
所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所以，儒学不是艺术又是艺术。梁漱溟认为儒学是“非艺术亦艺术”的思想，后来也为其他现代新儒家所接受，如
徐复观、方东美等都谈论过儒学的艺术化问题。 

（三）  

如果说对儒学作“真”与“假”的区分是为了“正本清源”的话，那么，梁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另一种努力则是援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入
儒，用前者重新解释和发挥后者，从而使儒学与西方哲学实现某种程度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新孔学”。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开始传入我国，大约是辛亥革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得到广泛传播，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一道，成为对现代中国思想文
化界影响最大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当时中国的不少思想家，尤其是新儒家学者，如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柏
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影响。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之所以会受到中国思想家尤其是新儒家学者的青睐，其原因就在于它反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特征
不仅适应中国思想界对科学主义思潮批判的需要，而且也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有某些相通之处。贺麟就曾指出：“我们读柏格森的
书，常常感到一些中国哲学的意味。譬如他的重哲学而轻科学，他的推崇直觉，讲求神秘，他的祛除符号，不要言诠，都会令我们想起先秦魏晋
的老庄和宋明陆王心学；而他的整个绵延创化的变的哲学，也容易使人联想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神无方而易无体’、‘以末济终
焉’之类的话头。”32 

梁漱溟开始接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是在1915年前后。当时，梁漱溟因对人生的“厌倦和憎恶”，已辞去自民国初年起担任的《民国报》记者一
职，回到家中，潜心于佛法，过起了隐居生活。在此期间，他在他的中学同学、哲学家张申府（崧年）的推荐下，曾阅读过一些介绍柏格森和其
他西方思想家思想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有一本英文书，叫做The Philosophy of change（《变的哲学》），主要介绍的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据
梁漱溟后来说，这是他“看西洋哲学的起缘”。 

梁漱溟是一个能“活学活用”的人物。所以他在阅读《变的哲学》不久，即在《究元决疑论》中依据《变的哲学》所介绍的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
对印度佛教作过解释。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决疑第二”的开头，梁漱溟就指出，佛教所谓的忽然念起，因果相续，迁流不住，以至于今，即柏格
森的所谓生活，所谓生成进化。然后他引用了《变的哲学》四段介绍柏氏创化论的文字，认为柏氏把宇宙万物归结为永无休止之“生命之流”的
观点，“不异为佛学解脱其依他性所由立也。”所谓“依他性所由立”，即佛学依据其“缘起”说，认为世间一切现象都是依各种因缘而起，
“刹那生灭，恒转如流”，似有非有。在梁氏看来，在西方各家学说中，唯柏氏的生命哲学将佛教的这个道理说得特别明了透彻。所以他不无慨
叹道：“善说世间者莫如柏格森也。”33 

梁漱溟虽然对柏氏学说大加赞赏，但实际上他这时并没有对柏氏哲学真正弄懂。如他把柏氏哲学的“理智”（他译为“慧性”）比之于佛教的
“八识”，认为柏氏哲学表明“一切生物之慧性，即人心之八种识心，但是隐默推行之不息转变所谓进化者之所生成”，而没有理解“理智”在
柏氏哲学中的重要意义。在柏氏哲学中，理智与物质的关系是生命创化的一个阶段，物质出现是“生命冲动”，即生命创化停滞或削弱的结果，
理智则是生命贯彻与利用物质的一种方法。而梁漱溟则把理智与物质的关系视为柏格森生命创化学说的基础，认为“柏氏举一切归纳之于不息转
变，以为唯此是真，而求其原动力则不得，此无他，彼未尝证得圆成实性（即真如涅盘），故不了其为他故。不了其为清静本然之真心（即鲁滂
之以太）之忽然念起也。依他必待证得圆成始了，以其所以难”。故此，他得出结论。“说世间愈明，世间之妄愈确”。34 

1920年1月，梁漱溟的《唯识述义》第一册由财政部印刷局印行，北京大学出版部发售。《唯识述义》第一册的主要内容讲的是唯识学的来历，
唯识学与佛教、西方哲学的关系，以及唯识学的方法论。在讲唯识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时，梁漱溟重点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作了介绍。从其引文
的注释中可以看出，这时的梁漱溟已阅读过柏格森的代表作《形而上学导论》的原著，因此对柏氏哲学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并第一次使用了生命
哲学的术语“理智”与“直觉”。 

《唯识述义》出版后的第二年（1921），《民铎》杂志出版了一期《柏格森专号》，共刊出18篇中国学者介绍和论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文章，其
中也有梁漱溟写的《唯识家与柏格森》一文。根据文中的介绍，梁漱溟写此文时已阅读过柏格森的另一部代表作《创化论》（有张东荪的译
本），因此他对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理解比写《唯识述义》时又更进了一步。比如，《唯识述义》中只有“理智”与“直觉”，而没有“创造”、
“绵延”、“流动”等生命哲学的术语。梁漱溟对这些术语的使用最早是在《柏格森与唯识家》一文之中。 

《柏格森与唯识家》一文写于1921年3月。不久梁漱溟讲演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如果说在此前梁漱溟还仅限于对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介绍、评价以及用来与唯识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的话，那么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则已扩大为对柏格森的生命
哲学的吸收、改造与利用，并使之成了他建构自己新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犹如论者所推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王阳明的心学
与柏格森的哲学，再加上经过他改造的唯识学”的“混合物”，“但其主干是儒家思想或王学”。35梁漱溟自己也说过，“西洋生命化哲学”是
他思想所从来的一个“根柢”。36具体来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援柏格森哲学入儒，用柏格森生命哲学重新解释和发挥儒家哲
学，从而建立起了中西合璧式的“新孔学”。 

首先，他根据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重新解释和发挥儒家哲学的变易思想，使它具有了宇宙本体论的意义。他说：“我心目中代表儒家道理是
‘生’”，“这种形而上学本来就是讲‘宇宙之生’的”，所以说“生生之谓易”。在引述了孔子关于“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何言哉，四时
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
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等论述后，梁漱溟断言：“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
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37儒家哲学虽然讲



“生”，承认宇宙万事万物都处于永无休止的变易之中。但他指的是事物的运动变化状态，而梁漱溟却把它与柏格森哲学之“生命”“绵延”的
概念相提并论，使他和后者一样成了宇宙万物的本体。他指出：“宇宙是一生命，从生物的进化史，一直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一脉下来，都是
这个大生命无尽已的创造。一切生物，自然都是这个大生物的表现。”38又说“宇宙本体不是固定的静体，是‘生命’、是‘绵延’”。39 

其次，用柏格森的直觉主义重新解释和发挥儒家哲学的认识论思想，使它更具有了非理性主义的特征。传统的儒家哲学的认识论虽有当下即是的
直觉因素在内，但并不排斥理性。梁漱溟却根据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对它作了非理性主义的解释。他说：“儒家尽用直觉，很少来讲理智。”又
说：“孔家很排斥理智。”“一般人是讲理的，孔子是不讲理的，一般人是求其通的，孔子则简直不通。”并以王阳明哲学为例，“及明代而阳
明先生兴，始祛穷理于外之弊，而归本直觉——他叫良知。”401922年他写的《评谢著阳明学派》一文中，梁漱溟又根据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对王
的“良知”说作了三重含义的界定：（一）“一切后天知识具不在内”；（二）“后天知识之作用，即所谓感觉作用和概念作用（即理智者）都
非良知”；（三）良知是“有情味的知，或有意味的知，在今日则所谓直觉”；它“和知识知解的知不同，知识知解的知是静的知，亦即客观性
的知，而良知则为主观性的知。”41 

第三，他用唯意志主义的观点解释和发挥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按照传统儒学的观点，天理是带有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并且这种
规范是心性自觉的结果。但梁漱溟从柏格森“生命冲动”论的唯意志主义倾向中获得启迪，对“天理”作了与传统儒学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天
理”“不是认定一个客观道理，如臣当忠、子当孝之类”，而是“自己生命自然变化流行之理”，是主观的“情理”。“见师当敬，出言必信之
理则非客观的情理，而为主观的情理。此理出于良知直觉，与知识见解由后天得来者根本不同。”42这就是说，道德规范的树立不是对外在必然
性的认识，而是内在的自由意志的选择。“经过这样的解释，他就把中国儒家注重‘自觉’的特点与西方伦理思想注重‘自愿’的特点结合起来
了。”43 

不惟如此，梁漱溟还把儒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都作了直觉主义的附会。比如“仁”，是儒家的重要概念，孔子对仁作过多种界说，而梁漱溟
则把它说成是“直觉”，他说：“孔子是要作仁的生活”，这种仁的生活，就是“敏锐的直觉”。44儒学的性善论也被梁漱溟作了直觉主义的解
释。他指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种“好善求对”的“直觉”人所本有，但有的人能表现出来，有的人表现不出
来，其原因就在“直觉”的锐钝不同。本来直觉都是“敏锐”的，然而由于有的人不幸有了“杂染”，从而使“敏锐的直觉”变得迟钝了。因此
“只要复他本能敏锐，他就可以活动自知不失规矩。”45很明显，梁的上述解释不过是孟子所谓“善是人性之本，恶是物欲之迁”的直觉主义表
述。又如“孝悌”，梁认为“也不过是儿子对其父母的一直觉而已”；“礼乐不是别的，是专门作用于感情的，他从‘直觉’作用于我们真生
命。”46如此等等。 

无庸否认，由于梁漱溟当时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儒家哲学都缺少认真的研究，往往是用他不甚理解的生命哲学去解释、发挥他同样不甚理解的
儒家哲学，使孔老夫子及其门徒从身着长衫的“古圣先贤”变成了西服革履的“假洋教授”外，就其内容而言，不过是古义新释，实质上并没有
增添多少新东西。然而从方向上来说，他援柏格森哲学入儒，是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一种努力，他试图通过儒学与柏格森哲学的结合，通过后者
对前者的重新解释和发挥，使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而日趋僵化死亡的儒家文化重新复活起来。谋求儒学与西方哲学的结合是现代新儒家共同努
力的方向，而这一方向的定位者是梁漱溟和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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